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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北等省7个重点林业县的林改政策，提炼集体林权改革后的农户产权结构（structure1），并通过理论和定性分析选择对农户采伐行为有影响的产权结构（structure 2），并将改权利量化后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定量分析观察权利结构对农户采伐行为（包括是否采伐及采伐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现行林改政策确实有助于缓解部分农户申请采访指标的难度，但尚未使全体农户受益；不彻底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反而加重了权力寻租的负面影响。建议地方政府与林业主管部门落实承包到（单）户的林改政策，稳定承包经营权，延长承包期限；改革现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放开商品林采伐，提高生态林补偿标准，真正实现分类经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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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尝试将量化后的林权制度作为内生变量从农户行为及森林资源等角度探讨改革绩效（孙妍，2008；高岚、张自强，2012等）。就农户采伐行为而言，已有研究以农户对制度的理解量化林权制度，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赋予农户稳定的林地使用权（王洪玉，2009）及林下资源选择权（张英、宋维明，2012）会延迟农户采伐林木的决策，而较大的林种选择权（张英、宋维明，2012）则会刺激农户进行采伐。完整和稳定的林地经营权和收益权显著增强了木材的采伐量（尹航、徐晋涛，2010）。但笔者以为已有研究有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以村干部（姚洋，1998）或普通农户（张英、宋维明，2012）的理解为依据量化制度。如果研究农民长期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采用这一方法尚可接受，但上述学者研究的农地产权制度或林权制度是由我国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非村干部或农户的认知，用村干部或农户的理解来确定制度变量充其量反映的是政策与法律的村级实施情况，而非制度本身。另外从数据科学性、准确性而言，农户对认知性问题的回答受访谈主体、地点及方式等因素影响，科学性较弱。因此本文以经济学的产权及法学的物权、债权理论为依据，直接对林改政策、法规等进行赋值量化（见表1），以减少制度量化结果的主观性。

第二，已有研究所选取的权利变量未能全面反映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的系统性影响（孙妍，2008；王洪玉、翟印礼，2009；刘珉，2011；陈莘良，2013）。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承包到户基础上逐步对林木采伐、流转、合作、林权抵押、造林补贴、林业税费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赋予农户一系列的权利，农户基于权利结构作出相应的行为决策，仅研究其中某项或某几项权利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缺乏系统性。故本文以产权结构及可分解性等为理论依据，对县级林改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则进行分析，构建此次集体林权改革的农户产权结构，并以此为自变量系统研究此次林改的绩效。本研究选择县级林改政策为农户产权结构分析依据的理由为：在我国，政策和法律是规定农民权利的两种正式制度，若按行政区划级别推论，应由乡级政策和法规直接规定农民权利，但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县级和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无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县级政府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事务，乡镇政府无权发布决定和命令，只能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和命令。
第三，上述学者均将产权制度与农户特征、土地禀赋、技术及市场等因素一起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诚然，这一方法有助于探究影响农户行为的多因素，但如果研究目标锁定为制度绩效，则有避重就轻之感，特别是在缺乏理论分析基础上贸然讨论多因素，反而会造成计量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本文在对产权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产权结构对其采伐行为的影响。
据此，本文以张五常教授（2002）界定的由使用权、转让权以及收益权构成的产权结构为基础，具体分析各县级林改政策，构建此次林改后的农户总产权结构（structure 1），再通过产权、森林经营等理论及定性分析结论选择出影响农户采伐行为的具体产权结构（structure 2）及产权变量，并将此量化后作为自变量，以定量方法研究农户产权结构对其采伐行为的影响，以此探索评价林改绩效的有效路径。
二、理论依据、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依据与产权变量选择
随着所有权对经济绩效作用逐渐淡化的观点成为学界共识，学者们逐步接受产权由使用权、转让权以及收益权构成的理论（张五常，2002），而产权的可分解性又不断扩展了产权结构的空间安排（罗必良，2005），界定了权利主体的行为边界，且通过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功能促使权利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等方面发展（陈志刚，2006）。。本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确定农户的产权结构，即在坚持林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宪政框架下，赋予农户对分到的林地具有承包期内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并通过配套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规定了每一种产权的权利束和权利边界，旨在引导农户作出合理的森林经营决策。具体来说，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制度确定的林地拥有权、林种选择权，和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确定的采伐权构成使用权；流转、抵押制度确定的流转权、抵押权和合作经营制度确定的合作权构成转让权；林业补贴、生态林补偿、税费等制度则构成收益权；而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则最终确定了此次集体林权改革后的农户产权结构structure 1（见表1）。
表 1 影响农户采伐行为(Y)的产权结构-权利束（X）—指标变量—变量赋值
	权利结构
	权利束
	指标变量及权重（代理变量）
	变量赋值

	使用权
	林地拥有权（X1）
	农户（单户）经营林地面积  （1/3）
	根据受访农户资源情况，运用茎叶图分级赋值。20以下；20-50；50-80；80-180；180以上（亩）分别赋值为0.2、0.4、0.6、0.8、1。

	
	
	林地经营期限                   （1/3）
	自留山经营期限

（面积占比）
	可经营期限越长，农户林地拥有权越大。赋值时10年以下赋0.2，10-30年赋0.4；30-50年赋0.6；50-70年赋0.8，70年以上赋1。结合各县政策及农户资源情况确定具体数值。

	
	
	
	家庭经营山经营期限
（面积占比）
	

	
	
	
	其他林地经营期限

（面积占比）
	

	
	
	农户（单户）可伐资源量            （1/3）
	根据受访农户资源情况，运用茎叶图分级赋值。100以下；100-250；250-400；400-800；800以上（M3）分别赋值为0.2、0.4、0.6、0.8、1。

	
	林种选择权（X2）
	是否可以选择生态林/商品林   （2/3）
	分析各县政策，对不得退换生态林赋0；自由退换生态林赋1；生态林为自留山或面积过大可退换赋0.5。 

	
	
	是否可以选择种植用材林/经济林(1/3)
	分析各县政策，有限制为0，无限制为1。

	
	采伐权（X3）
	采伐指标分配方式              （1/2）
	据前期相关案例分析及卡方检验发现，采伐指标越往农户层面分解，农户越易获取指标。故赋值时，指标分解到乡镇、到村（组）、到户分别取0.2、0.6、1，结合县案例村具体作法确定数值。

	
	
	是否存在其他途径获取采伐指标  （1/2）
	根据样本村实际调研情况，若存在获得采伐指标的其他途径，如指标买卖市场、活立木流转市场等，赋1；若不存在则赋0。

	转让权


	流转权（X5）
	是否可以独立决策流转林地     （32.2269%）
	分析各县政策，流转林地须经乡镇政府同意赋0.2；须经村集体同意赋0.5；可自主决定赋1.

	
	
	流转面积是否受限             （16.9155%）
	分析各县政策，有限制为0，无限制为1。

	
	
	流转期限是否受限             （16.9155%）
	分析各县政策，期限为15年以上的赋0.25；30年以上赋0.5；50年以上赋0.75；70年以上赋1。

	
	
	是否可以自主选择资产评估      （5.7050%）
	 分析各县政策，对于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的赋0；可自主选择资产评估与否，无任何限制的赋1.

	
	
	交易场所是否受限              （5.7050%）
	分析各县政策，必须进场交易赋0；达到一定规模进场赋0.5；可自主决定的赋1。

	
	
	流转方式和流入方的选择是否受限（16.9155%）
	分析各县政策，若流转方式和流入方受到限制的赋0；若流转方式和流入方可自由选择，不受任何限制赋1.

	
	
	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林权变更登记  （3.7102%）
	分析各县政策，若必须进行林权变更登记，否则不分配采伐指标的赋0；若仅规定转让及互换方式须登记赋0.5；可自由决定赋值1。

	
	
	是否可以再流转                （1.9064%）
	分析各县政策，若绝对禁止再流转赋0；若须经流出方及林权所有人同意赋0.25；若仅须经流出方同意但有期限限制赋0.5；若仅须经流出方同意赋0.75；若可自由决定，不受任何限制赋1。

	
	抵押权（X6）
	是否有抵押权即抵押条件（上下乘积关系）
	抵押林龄是否受限

（乘积关系）
	抵押林龄越小或不受限，对农户抵押越有利。赋值时，有限制为0，无限制为1。结合农户林地实际情况与县级政策来确定具体数值。

	
	
	
	抵押面积是否受限

（乘积关系）
	对抵押面积规定的越小，普通农户或林地少的农户得到的贷款的可能性越大。赋值时，有限制为0，无限制为1。 结合农户林地实际情况+县级政策来确定具体数值。

	
	
	
	贷款额度有否下限

（乘积关系）
	根据制度供给，贷款额度是设置的下限，可能超过农户的需求金额，排除小额度的借贷。因此，对额度有限制的赋值为0，无限制的赋值为1。

	
	
	抵押权大小即抵押内容（上下乘积关系）
	抵押率是否受限

（1/3）
	抵押率越大，农户获得的贷款越多。故对抵押率越大的赋值越大。同时结合农户资源情况，根据幼林、成熟林的面积占比乘以相应的赋值确定最后的数值。

	
	
	
	贷款利率是否受限       （1/3）
	在借款期内，利率越高，利息越高，农户的交易成本越大。故利率越小对农户越有利，赋值越大。

	
	
	
	贷款期限是否受限（1/3）
	农户获得贷款会希望能够有较长的还款期，可用于资金周转。抵押期限越大赋值越大。

	   收益权
	收益权（X7）
	商品林销售市场开放程度   （1/3）
	是否可以选择收购方（1/2）
	可自由选择收购方赋1；销售对象确定赋0

	
	
	
	是否可以销售到外地（1/2）
	根据各县制度供给，对可自由销售县外赋1；缴纳一笔费用后可销售县外赋0.5；对不得销售县外的赋值0。

	
	
	林业税费（1/3）              
	用材林税费（面积占比）
	分析各案例村的税费情况，税费160、130、100元的分别赋0.2、0.6、1

	
	
	
	毛竹税费  （面积占比）
	分析各案例村，交1元税费的赋为0，不交赋1。

	
	
	林业补贴（1/3）                           
	造林抚育补贴（1/2）
	分析各县的造林补贴政策，无补贴、补贴20、30、60、100及以上的分别赋0、0.25、0.5、0.75、1。

	
	
	
	道路补贴（1/2）
	根据各县政策，无补贴赋0；有补贴赋1


就影响采伐行为的权利结构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均可纳入。因为合作权大小仅意味着农户选择何种经营模式，即是采取自己采伐，抑或与他人合作采伐，而对是否进行采伐及采伐量并无直接影响。林种选择权大小对农户的采伐行为也无直接影响，因为该权利越大意味着农户可选择种植的树种越自由，但当农户采伐林木时其对象一定是确定的林种。因此应当排除这两项权利，选择包括林地拥有权、采伐权的使用权；包括流转权及抵押权的转让权以及收益权作为影响农户采伐行为的权利结构structure 2。
1. 林地（林木）拥有权。完备的林地（林木）拥有权是指农户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占有一定林地面积及林木蓄积量的权利。因此，本文将农户（单户）经营林地面积、可伐资源量和经营期限作为衡量其林地拥有权的指标变量。这是因为林地面积及可伐资源量是农户林地（林木）拥有量的衡量指标。根据规模经济及森林经营理论，当可伐资源量达到一定规模，可以提高林木采伐的产出率，降低采伐成本，使农户倾向于作出采伐决策，增加采伐量。经营期限是衡量林地稳定性的重要标准。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稳定的地权会提高农户对土地价值的预期，提高其营林热情，对已有资源倾向于加速采伐以便更新造林。林地面积、可伐资源量与经营期限是等作用力的，难分伯仲，三者权重各占1/3。这是因为当农户拥有大规模的林地及可伐资源量但可经营期限很短，其林地拥有权受到极大限制；当农户对林地经营期限为永久但拥有的林地面积及可伐资源量小，其林地拥有权同样较小。
    2. 采伐权。采伐是农户实现收益的必要手段，是否拥有采伐权、采伐权受限程度对农户能否采伐用材林及采伐量大小有直接的影响。在现行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下，获取采伐指标是农户享有采伐权的唯一合法途径，因而采伐指标获取难易是衡量农户权利大小的重要指标。实际调研发现，除正常申请获取指标以外，农户还会通过转让活立木、购买指标与国有林场合作的方式获取采伐资格。因此采伐指标获取的难易程度就应该以两个变量综合衡量，其一是正常途径获取指标的难易程度。根据产权管制、租值耗散理论及实地调研发现，采伐指标越往农户层面分解，农户采伐权受限越小，租值耗散的程度越弱，农户越容易获取采伐指标，故进一步以采伐指标的分解方式来衡量正常途径获取采伐指标的难易程度。其二是是否存在其他获取采伐指标的途径。二者共同构成采伐权大小的衡量指标，并且对农户而言同等重要，分别赋权重为1/2、1/2。
3. 流转权。流转权指农户流出或流入林地的决策权，完备的流转权会提高农户对现期投入实现市场价值的预期，进而引导农户开展营林行为，在现行制度背景下，完备的流转权应包括物权权利和合同权利，其中是否可以自主决定、规模（面积和期限）及方式属于物权权利，流转对象、场所、变更林权登记及再流转权属于合同权利。据此，本文将林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方式、流转对象及交易场所、是否可以自主选择资产评估、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林权变更登记及是否可以再流转作为衡量农户流转权的指标变量。就理论而言，流转权代理指标过多很难直接确定具体权重，因此，课题组在专家打分基础上运用层析分析法确定权重。具体理由如下：

农户关注的首先是可不可以自主决定流转还是不流转林地，在此基础上，可不可以自主决定流转多少林地、多长时间、流转对象、以什么方式流转（对流出方而言，流转面积、流转期限、流入方和流转方式受限会共同影响其流转收入；对流入方而言，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和流转方式受限则会共同影响其流入林地经营权的大小，并进而影响其流入林地的决策）。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还会关注交易成本，交易场所受限、选择资产评估的自主权受限可能会增加其交易成本，继而影响其林地流转行为决策。再次，林权变更登记的自主选择权是否受限也会影响农户林地流转的决策：如果必须办理登记，流出方会担心流转期届至能否收回林地，从而不流转或少流转林地。如果不作变更登记的要求，流入方可能会担心交易安全，且流入的林地也不能用来办理林权抵押融资，影响其流入林地的积极性。最后，相对于上述权利束，流入方对于林地流转后，是否可以将林地再流转的关注度是较低的，因为无论流入林地还是再流转林地，都不能改变林地用途，流入方流入林地的主要目的还是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而非转租获得租金。综上，按照重要性大小，各项权利的排序如下：是否可以独立决策流转林地 ( 流转面积是否受限、流转期限是否受限、流转方式和流入方的选择是否受限 ( 交易场所是否受限、是否可以自主选择资产评估 ( 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林权变更登记 ( 是否可以再流转。最终确定的权重如下：是否可以独立决策流转林地32.2269%；流转面积是否受限16.9155%；流转期限是否受限16.9155%；是否可以自主选择资产评估5.7050%；交易场所是否受限5.7050%；流转方式和流入方的选择是否受限16.9155%；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林权变更登记3.7102%；是否可以再流转1.9064%。
4. 抵押权。调研发现，林改后农户营林行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林权抵押贷款制度为农户提供了既保有林地又可获得营林资金的双赢路径，但其是否能通过林权抵押贷款解决造林资金问题，取决于林权抵押贷款条件（是否享有抵押权）和内容（抵押权大小）。其中有无抵押权（贷款条件）衡量的是农户是否享有此权利，如果无抵押权就意味着农户实际无法办理抵押贷款，不享受此权利。抵押权大小（抵押内容）衡量的是农户享有此权利受到的限制，即在农户符合贷款条件下，其享有权利的边界范围。故有无抵押权和抵押权大小两者之间是递进的关系，因此抵押权=有无抵押权*抵押权大小。抵押林龄、抵押面积、贷款额度三者构成农户有无抵押权的指标变量，这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降低信贷风险，规定林龄和抵押面积的最低标准和贷款额度的下限。当农户达不到该标准或下限时，农户即不享有抵押权。因此这三个变量之间是相乘的关系：有无抵押权取值=抵押林龄*抵押面积*贷款额度。抵押率、抵押利率、贷款期限是衡量抵押权大小的指标变量，这是因为当农户享有抵押权以后，该三项指标就确定抵押权的边界范围。具体来说抵押率越高、利率越低、贷款期限越长，农户的抵押权越大。这三个指标对抵押权大小的影响不分伯仲，是等作用力的，因此，抵押权大小的公式为：1/3抵押率+1/3抵押利率+1/3贷款期限。
5. 收益权。产权经济学表明，收益是经济理性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一个人不能获取其所创造的净收益，其生产效率必然处于低水平，这是因为产权激励效应难以再起效用。收益权受到限制即意味着农户的一部分收益会流入到公共领域形成租值，使个人实际收益小于自己预期收益，营林热情随之降低，因此对收益权的限制必然对营林行为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对农户营林行为影响的政策因素包括木材市场的开放程度、林业税费、林业补贴。因为，市场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林产品的价格，而税费和补贴对农户收益存在正负不同方向的影响。
（二）其他控制变量选择
1.农户基本特征。农户是采伐用材林的主体，不同的农户必然会因为其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地位等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阅历和经营理念，进而会作出不同的采伐决策，因此本文选择年龄、性别、职业、教育水平、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劳动力水平等变量作为农户基本特征变量。
2.林业依赖度。农户的林业依赖度越高即意味着农户越倾向于经营林木，以林木为生，从而会影响农户的采伐行为。本文综合考虑“农户近5年林业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林业收入占整个生活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将农户对林业依赖程度分为四类即：依赖、较为依赖、不依赖以及完全不依赖。
（三）数据来源
为使研究成果更具代表性和普适性，课题组选择南方集体林区中最早完成承包到户主体改革的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和湖北省作为案例省，再根据森林资源、经济发展、林改特点等综合因素选择7个重点林业县为调研县。
在各调研县，课题组收集林改政策及森林资源、造林与采伐等资料，与林业局业务部门同志充分讨论林改与农民关系问题，并选择人均林地面积、山林到户率、农户造林投入与面积、农户林业收入占比等指标位居所在乡镇中上等的3个村，每个村随机选择20户进行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有效样本户为415户），了解林改后农户拥有山林资源情况以及采伐活动。
三、农户权利对其采伐行为影响的定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论证所选权利变量的合理与科学性，本文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将415户农户的权利取值按照0-0.4、0.4-0.7、0.7-1的标准分成权利较小组、权利中等组、权利较大组三类，然后，采用列联表及均值比较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初步判断出所选择的权利变量对农户采伐决策及采伐量是否存在影响。
表 2 农户权利与采伐决策的列联表分析及平均采伐量
	自变量
	权利等级
	频数及百分比
	采伐用材林的频数及百分比
	平均采伐量

（M3）

	
	
	频数
	百分比
	否（频数）
	是（频数）
	采伐百分比
	


	林地拥有权
	权利较小组
	6
	1.4%
	5
	1
	16.7%
	40.00

	
	权利中等组
	263
	63.4%
	185
	78
	29.1%
	39.41

	
	权利较大组
	146
	35.2%
	67
	79
	54.1%
	70.73

	采伐权
	权利较小组
	277
	66.1%
	188
	89
	32.1%
	79.16

	
	权利中等组
	40
	9.6%
	32
	8
	20.0%
	17.50

	
	权利较大组
	98
	23.6%
	37
	61
	62.2%
	20.85

	流转权
	权利较小组
	118
	28.4%
	76
	42
	35.6%
	13.64

	
	权利中等组
	187
	45.1%
	122
	65
	34.8%
	69.55

	
	权利较大组
	110
	26.5%
	59
	51
	46.4%
	70.73

	抵押权
	权利较小组
	394
	94.9%
	243
	151
	38.3%
	55.70

	
	权利中等组
	14
	3.4%
	8
	6
	42.9%
	33.33

	
	权利较大组
	7
	1.7%
	6
	1
	14.3%
	90.00

	收益权
	权利较小组
	126
	30.4%
	76
	50
	39.7%
	71.44

	
	权利中等组
	266
	64.1%
	168
	98
	36.8%
	50.72

	
	权利较大组
	23
	5.5%
	13
	10
	43.5%
	15.80


1. 林地拥有权与采伐行为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1）本次林改后，415户中仅6户属于权利较小组，也就是说，98.6%农户（单户）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林地和林木，但其中权利较大组仅占1/3。（2）权利较小组、中等组和较大组采伐用材林的比例分别为16.7%、29.7%、54.1%，其中，权利较小组的农户仅有1户，而权利较大组的农户未采伐用材林有67户，只占样本户（257）的26.1% ，这些数据表明：只有当农户拥有林地和林木，才可能采伐林木；当农户拥有更多林地和林木时，采伐林木的概率更大。而权利较小组、中等组和较大组的的平均采伐量显示，权利较大组的采伐量为79M3，权利较小组和权利中等组的均采伐量分别为40M3、39.41 M3，也就是说，当农户拥有的林地、林木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其采伐量才会有较大的提升。因此，林地拥有权与农户采伐行为存在着正相关性。
2. 采伐权与采伐行为关系。（1）此次林改后，农户采伐仍然受到较大限制，指标分解到户的农户，即权利较大组为98户，仅占总样本的23.6%，而在指标未分解到户中，指标分解到乡镇的，即权利较小组占绝对多数，为87.4%。（2）不同的权利组别之下，农户采伐用材林的比例分别为32.1%、20.0%、62.2%，而权利较大组的农户未采伐用材林仅有37户，只占样本户（257）的14.4%，这即表明：不同指标分配方式下均有农户采伐林木，但只有指标分解到户时，才会有更多数农户进行采伐，而指标到村（组）的分配方式并不比指标到乡镇更能刺激农户作出采伐决策。故仅仅通过列联表，很难科学判断采伐权与采伐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3）权利较小组、中等组和较大组的平均采伐量显示，权利较小组的采伐量为79.16M3，权利较中组和权利较大组的均采伐量较为接近，分别为17.50M3、20.85 M3，也就是说，只有当指标分解到乡镇时，农户采伐量才会大幅度增加
。据此，采伐权与农户采伐量之间可能呈负相关关系。
3. 流转权与采伐行为关系。据表2：（1）约28.4%的受访农户归为权利较小租，可见此次林改后，多数农户能较为自由的决策流转面积、期限、对象及交易场所，但在剩余的297户农户中，权利较大组也仅占37% 。（2）各权利组别下，权利较小组和中等组中采伐林木的农户比例十分相近，均在35%左右，但较大组较之其他两组却要高出10%，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户流转权足够大时才会对其决策产生正向影响。而权利较小组、中等组和较大组的平均采伐量显示，权利较小组的采伐量为13.64 M3，权利较中组和权利较大组的均采伐量较为接近，分别为69.55M3、70.73 M3，可见，当农户能更自由的决策流转面积、期限、对象及交易场所等，其采伐量也随之增加，但当流转权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其对农户采伐量的影响会逐渐变弱。故流转权与农户采伐行为之间可能呈正相关关系 。
4. 抵押权与采伐行为关系。据表2：（1）归为权利较小组的农户有394户，占总样本的94.9%，而权利较大组的农户仅有7户，即表明林改后，政策对林权抵押的林龄、面积、额度、期限、利率及贷款利息等方面进行限制。（2）不同的权利组别之下，农户采伐用材林的比例分别为38.3%、42.9%、14.3%，其中权利中等和较大组采伐用材林的仅有7户，占样本（158）4.4%，而较小组中未采伐用材林高达243户，占样本（394）的61.7%，这些数据表明：抵押权大并不能刺激农户进行采伐，而抵押权小也没能影响农户采伐。 在比较采伐量均值发现，抵押权较大组的农户相对于较小及中等组其采伐量明显较大，但中等组的采伐量却少出较小组22.37M3。因此，我们仅通过定性分析无法科学判断出抵押权与采伐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5. 收益权与采伐行为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1）虽然仅有约30%的农户归为收益权较小组，但剩余的289户农户中只有23人归为较大组，占总样本的5.5%，可见本次林改后，农户并未获得自由的木材销售市场，林业税费负担仍然存在，林业补贴门槛限制较多。（2）在各权利组别下，中等组采伐用材林农户的比例均少于较小组及较大组，也就是说农户采伐林木的概率并未随着收益权的变化而变化。而比较采伐量均值发现，随着收益权变大，其平均采伐量从71.44、50.72到15.80M3而呈现递减趋势。故收益权仅与农户的采伐量存在负的相关性，而与农户的采伐决策不具有相关性。
四、农户产权结构对其采伐行为影响的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产权结果对农户产权结构的影响，也为验证定性分析结论，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以产权结构为自变量定量分析其对采伐行为的影响。在对影响农户采伐行为（包括是否采伐用材林Y1、采伐用材林量Y2）的权利因素定量分析前，本文经过共线性检验发现，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一）影响农户是否采伐的权利因素分析

反映农户是否采伐的指标无外乎采伐和未采伐两种情况，因此本文采用适用于多个因素对0-1表示的某种现象进行因果关系解释的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良好，模型卡方检验统计是显著的，-2对数似然值和Nagelkerke R2值处于较合理范围，模型拟合较好，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表 3 农户是否采伐模型估计结果

	
	B
	S.E.
	Wald
	df
	Sig.
	Exp(B)

	权利变量
	林地拥有权
	0.242
	0.107
	5.081
	1
	0.024**
	1.274

	
	采伐权
	0.546
	0.085
	41.450
	1
	0.000***
	1.726

	
	流转权
	0.123
	0.077
	2.590
	1
	0.108
	1.131

	
	抵押权
	0.133
	0.086
	2.382
	1
	0.123
	1.142

	
	收益权
	-.0146
	0.084
	2.986
	1
	0.084*
	.864

	农户基本特征
	性别
	-0.661
	0.539
	1.505
	1
	0.220
	0.516

	
	人口
	0.155
	0.132
	1.377
	1
	0.241
	1.167

	
	劳动力
	-0.112
	0.195
	0.330
	1
	0.565
	0.894

	
	年龄
	-0.008
	0.014
	0.328
	1
	0.567
	0.992

	
	文化程度
	0.091
	0.141
	0.414
	1
	0.520
	1.095

	
	有无村干
	0.066
	0.314
	0.044
	1
	0.834
	1.068

	
	是否党员
	-0.144
	0.372
	0.149
	1
	0.699
	0.866

	
	职业
	-0.011
	0.054
	0.044
	1
	0.834
	0.989

	林业依赖度
	0.653
	0.123
	28.102
	1
	0.000***
	1.922

	Constant
	-6.842
	1.933
	12.530
	1
	0.000
	0.001

	hosmer and lemeshow检验

        χ2（df）               10.809（8）

显著性水平                 0.213

模型系数综合检验

        χ2（df）                118.930（14）

        显著性水平              0.000

预测准确率                 61.7%
-2 对数似然值              430.613
Nagelkerke R2                        0.340


注：***、**、*分别表示在1%、5%以及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2）：
第一，林地拥有权与农户是否采伐用材林在5%以上水平显著且是正面影响。也即意味着当农户林地拥有权越大，即林地规模越大、可伐资源量越多、经营期限越长，农户的采伐概率越大。这是符合产权的激励理论假说的，因为稳定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地产权能降低营林成本、增加预期，刺激农户营林行为。

第二，采伐权与农户是否采伐用材林在1%以上水平显著，且为正向影响。就是说农户采伐权增加时，即采伐指标越往农户层面分解，农户的采伐用材林的概率越高。这一结果是与实地调研、定性研究相吻合的，在指标分解到户的样本村中采伐用材林的农户数普遍较多，而指标分解到村组或乡镇的样本村采伐用材林的较少。进一步分析B值可看出，在对采伐决策有正向影响的权利中，采伐权对农户的采伐决策影响最大，其次是林地拥有权。这是因为，采伐权对于农户采伐行为具有最直接、关键的影响，采伐权越大农户就越容易获得采伐指标。故即使农户拥有较多的林地，但若无法采伐指标即也不能正常采伐。

第三，收益权与农户是否采伐仅在10%以上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课题组初期预想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415户样本户中仅有99人对山林具有依赖性，76.1%的受访农户的家庭支出更多来自于山林外收入，因此其更愿意将立地林木作为财产储蓄以备后需。而林业税费的减少、林业补贴的增多及木材销售市场的不断开放，使得林木收益更高，储蓄价值更大，从而不断强化农户不愿意采伐的心态。

第四，流转权与抵押权对农户采伐决策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流转权会提高农户对未来市场上木材价值的信心，但是当农户实际作出采伐决策时，其更多考虑的是家庭收入是否依靠采伐（根据B值可以看出林业依赖度对农户采伐决策的影响最大）、采伐指标获取途径等至关重要因素，流转权对采伐决策影响较为间接而并没能增加农户采伐用材林的概率。抵押权之所以与农户采伐决策不具有显著性，抵押权之所以与农户采伐决策不具有显著性，可能是因为当农户做出采伐决策时并未考虑采伐成本问题，故抵押权再高对其也不具有意义。
（二）影响农户采伐量的权利因素分析
在415户农户中，实际采伐户为158户。各户采伐面积中最多为6510M3，最少为0.3M3，标准差为527.724，数据波动性很大且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半对数模型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性，而且从计量经济学意义上说，对数化的采伐量与采伐量是同增同减的，故对分析结构不会产生影响，此外，半对数化模型的拟合效果要明显优于线性模型。为防止产生异方差的问题，本文进行了white检验：nR2统计量为106.304，经查表χ2（0,05）（108）远大于nR2统计量，并且F值为0.72，对应的P值为0.92，故应接受原假设，模型并不存在异方差。故本文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格 4 农户采伐量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t值
	显著性水平

	(Constant)
	-3.667
	1.919
	
	-1.911
	.058

	权利变量
	林地拥有权
	.265
	.108
	.171
	2.449
	.016**

	
	采伐权
	-.065
	.074
	-.073
	-.880
	.380

	
	流转权
	.358
	.073
	.519
	4.899
	.000***

	
	抵押权
	.198
	.089
	.176
	2.214
	.028**

	
	收益权
	.350
	.086
	.479
	4.053
	.000***

	农户基本特征
	性别
	.296
	.557
	.033
	.532
	.596

	
	人口
	-.095
	.112
	-.081
	-.847
	.398

	
	劳动力
	.252
	.174
	.133
	1.451
	.149

	
	年龄
	-.012
	.012
	-.078
	-1.005
	.317

	
	文化程度
	.209
	.126
	.124
	1.660
	.099

	
	有无村干
	.623
	.288
	.175
	2.161
	.032**

	
	是否党员
	-1.189
	.350
	-.280
	-3.394
	.001***

	
	职业
	.063
	.049
	.089
	1.305
	.194

	林业依赖度
	.595
	.103
	.386
	5.781
	.000***


第一，采伐权对农户采伐量对数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个结果表明上看是不符合常理的，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量化采伐权的主要变量为指标获取的难易程度（包括采伐指标分解方式与是否存在获取指标其他途径）而未考虑采伐量
大小。因此采伐权越大农户越容易获得采伐指标，但并不意味其可获得更多指标量，也不意味其指标量会变少。

第二，收益权、林地拥有权与农户采伐量对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影响为正向。这是符合产权激励假说的，当农户决定采伐以后，农户的可伐资源量越多，木材市场开放程度越高，林业税费越少，林业补贴越多，其采伐量也就越多。再比较二者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权比每增加一单位林地拥有权所增加的采伐量对数约多出0.9个单位，说明当农户作出采伐决策以后，相比林地拥有权来说，收益权是影响其采伐量的最关键因素，这是因为收益是农户经营林地最终极目标，若收益权受限，即使有再多的可伐资源量也无法增加农户的采伐量。
第三，流转权与抵押权对农户采伐量对象的影响分别在1%和5%上显著，且影响为正向的。这一结果与两项权利对农户采伐决策的影响相悖的。这可能是因为当农户决策采伐以后，抵押权越大即意味着其获得资金贷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也就为解决在采伐量较大情况下所需要的采伐资金问题提供一种可能性。对于流转权而言，当农户决策采伐以后，采伐指标问题、家庭收入来源问题已然作出安排，此时流转权越大就越能增加其营林热情，加大采伐量。
四、结论与政策涵义

1. 采伐指标的获取难易程度对农户采伐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但与农户采伐量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一方面表明采伐指标越往农户层面分解，普通农户即越容易获取采伐指标。但按人口均分指标又使得单户可采伐的数量小而不能满足农户自身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采伐指标，权力寻租的想象越严重：80.41%的采伐指标未分到户的农户是靠关系、向“指标贩子”购买、或将活立木转让给有指标以及有办法获得指标的人或单位。其政策涵义在于：以指标分解到乡镇为主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不仅没能解决农户无法获取采伐指标的难题，而且权力寻租严重到更多的采伐指标变为租值进入公共领域，原本属于行政许可权性质的采伐指标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而将采伐指标分解至农户层面又会造成采伐量较少的尴尬局面。故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
2. 林地拥有权对农户采伐行为的存在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这即表明当农户拥有更多到单户且更稳定的林地会刺激农户的采伐营林积极性。其政策涵义为：林改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切实落实承包到户政策、稳定林地产权。因此应尽量做到承包到单户，减少联户承包、均股均利以及招投标的比例，在承包到户政策落实到位后，地方政府及林业部门要保障林权的稳定性，不应轻易调换、增补。
3.流转权与抵押权对农户采伐决策并不具有影响，但与农户采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表明农户在决策是否采伐用材林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最为现实的问题，即能否依靠木材收入生存、采伐指标获取的难易等，但当农户已然作出采伐决策后，流转权和抵押权也就成为农户增加采伐量的重要因素。其政策含义在于：应当确保农户的自由转让权（包括流转权和抵押权），提升林木、林地的价值，起到增加农户收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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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福建省明溪县和永安市、江西省安福县和铜鼓县、安徽省休宁县、浙江省开化县和湖北省长阳县。


�这表面上是看似很不符合逻辑，但主要是因为采伐权大仅表示农户越容易获得采伐指标，而并不意味其可获得更多指标量。事实上当采伐指标越往农户层面分解时，其所能获得的指标量较少，农户每年每人仅可获得0.5—1M3的指标，故采伐量较少。但指标未分解至户时，虽其获得指标的难度较大，但农户可以通过转让活立木、购买采伐指标与国有林场合作等方式获取更多指标，故采伐量较大。


�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中的采伐管理制度，而对采伐限额制度中限额编制等问题属于生态学等理工科研究的领域。





